
 

 

信息化提高了公共政策效率吗？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准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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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中国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务信息

化水平对疫情防控的作用，并利用 2019 年 12 月的携程客房预订履约率，检验了社会信用的交互作

用。研究发现，政务信息化能够提高疫情防控的公共政策效率，政务信息化对疫情防控的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社会信用水平，社区层面的人口信息登记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使

用各城市邮政局数量和电信收入作为政务信息化的工具变量、以腾讯公司编制的数字指数作为替

代变量以及控制市委书记个人特征、公共部门人数和城市等级之后，基本结论保持稳健。文章的研

究为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改进常态化防控效率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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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作为突发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考验着各

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及治理能力。2019 年 12 月 1 日，武汉市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市封锁城市交通。1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正式掀起

了一场全国“战疫”。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传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 2020 年 3 月 8 日，中国累计确诊 8 万多

人，死亡 3 千多人。Qiu 等（2020）研究发现，1 月下旬时 1 个病例平均可传染 3 人，2 月底时则降

至 1.2 人（湖北以外地区 1 人仅传染 0.6 人）。Pan 等（2020）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病毒在中国的有效

繁殖数从 1 月 26 日的 3.0 下降到 3 月 1 日的 0.3。上述研究表明，中国已遏制住新冠病毒的传

播。当然，由于新冠病毒的变种多、传染力强等原因，疫情具有长期反复爆发的可能。

与非典疫情相比，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时间较短。“非典”始于 2002 年 11 月，2003 年 4 月进

入全国性防疫状态，当年 6 月得到有效控制，前后历时 7 个月；而“新冠”始于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 月开启全国防疫战，到 2 月底基本得到控制（Qiu 等，2020），历时仅 3 个月。从时间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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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中国公共政策的效率得到明显提升，这离不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与人工记录、填表

统计和排查筛选等传统方式相比，大数据技术已运用到此次疫情防控的发现、处置和决策等环

节，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手段。在疫情防控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依靠政务信息

化，因为政府是收集、处理和发布疫情信息以及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责任主体。

信息化一直是中国政府提高自身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为应对疫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

用政务信息系统，可以及时发现、追踪和隔离病例及密切接触者，阻断传播途径，从而为控制疫情

蔓延和及时治疗病患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疫情成为检验各地政务信息化

建设效果的“试验场”。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信息化是否提高了公共政策

效率。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学研究和疫苗开发周期较长，①利用信息化手段及时有效识别和分

离病例成为疫情防控的关键任务（Ferguson 等，2006；Cohen 和 Kupferschmidt，2020）。中国在疫情

防控中的主要做法是，在社区、村镇和县市层面快速掌握个人健康信息，及时隔离和治疗。习近

平（2020）提出，将疫情防控的关口前移，利用信息技术，及时发现，有效预防，方可避免小病酿成

大疫。Qiu 等（2020）研究发现，中国实施的隔离、“封城”以及小区封闭管理等措施有效避免了

140 万人感染和 5.6 万人死亡。Tian 等（2020）认为，中国的防控举措使新冠肺炎病例减少了

96%。Fang 等（2020）研究发现，仅武汉“封城”这一项措施就减少了 65% 的病例。尽管全球主要

国家都在加强信息化建设，但是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信息掌握和处理能力更强，防控效果也更

好。Clark（2020）认为，隔离在中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效果欠佳，这是

因为政府对基层信息掌握不利，民众主动上报信息和接受检测的意识不强。Ferguson 等（2020）认

为，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强有力的信息识别和隔离策略，最终将导致英国约 25 万人死亡、美国约

120 万人死亡。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65% 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应对较为迟缓（Doherty 等，2020）。

同时，政务信息化的实施效果会受到社会信用的影响。尽管地方政府设置了细致的基于大

数据的政务信息系统，但是仍然难以精准覆盖所有人。目前，中国有 10 万多个社区，平均每名社

区干部要面向成千上万家住户，他们之间缺少血缘、亲缘等直接联系，对个人特征缺少了解。因

此，对人的管控，只能以抽象的信息为抓手，但信息的准确性和政策的执行力都依赖于人的信用

水平。正因如此，虚假信息、欺骗瞒报事件频频发生，甚至有人故意传染给他人。此外，当地人与

外地人的矛盾、邻里间的矛盾以及业主与租户的矛盾较为突出，不利于疫情防控，也不利于长期

的社会治理。因此，仅依靠政务信息化是不够的，其效果还依赖于当地的社会信用水平。在社会

信用好的地方，政务信息化对疫情防控的效果更佳，相反则大打折扣。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检验了政务信息化对疫情防控的影响，据此分析了其对

公共政策效率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作用。信息化对政府治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缺少切实的

实证检验。此次疫情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也为今后处置类似的突发事件积累了经验。第二，探讨

了社会信用的交互作用。政务信息化要发挥作用，需动员基层政府和民众，而这离不开社会信

用。研究发现，部分地区的社会信用意识淡薄，制约了政务信息化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三，挖掘

了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政务信息、社区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政

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刘    诚、钟春平、郑国楠：信息化提高了公共政策效率吗？

① 与 2003 年非典疫情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靠发现病毒和研制疫苗控制住的，而依靠的是传统的检疫、隔离、消毒、通风、个人防护

等卫生措施。这两次疫情至今也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疫苗仍在研制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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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制度背景，提出研究假说；第三节是研究设计，介绍识别策

略、主要变量和描述性统计；第四节检验政务信息化对疫情防控的影响以及社会信用的交互作

用，并处理内生性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节检验社区层面的人口信息登记对疫情防控的影

响；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政务信息化的制度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克林顿政府首次提出了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电子政府”（E-Government）

的概念。OECD（1998）指出，各国要善于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公共决策效率和治理能力。中国的

政务信息化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启动了“金卡”“金桥”“金关”三个事关重大国计民生的

行业信息化工程。

政务信息化最早以信息公开或信息发布为主。2007 年，国务院审议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随后各省市陆续出台推行政务公开的具体措施，明确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标准和具体要

求，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自上而下的政务公开制度体系。2011 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政务

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明确规定，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

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开通政

府网站、办理依法申请公开信息、扩大财政预算公开范围等。

之后，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增加了网络问政、市长热线等内容，注重收集信息，回应民意。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形式和程度不断增加。一方面，政府官员通过网络与民

众进行直接互动。2008 年 6 月 20 日，胡锦涛通过人民网与网友们在线交流，并称互联网是“做事

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开设留言板、邮箱和

博客，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等各种形式在网上了解民情，公开征集民意。Distelhorst 和 Hou（2017）

向 336 个市长信箱发送了五轮共 1 225 封邮件，收到市长办公室的有效回应比例高达 43%，这一

比例高于欧美政府，表明中国政府的政务信息化水准较高。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务信息化建设进入快车道，且以增强在线服务为主。2018 年 6 月，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

案》，要求到 2018 年底，“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初见成效。2018 年，中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

达 3.94 亿人，占网民总数的 47.5%。2019 年 10 月，国务院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提出加快建

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网通办”。

同时，政务信息化从信息收集、公开、办事逐步向决策延伸。大数据不仅是一场技术和经济

革命，更是一场国家治理的变革。2017 年 12 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

制，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政府在获得大量数据的同时，也

在强化数据应用的深度，通过对海量、动态、高增长、多元化、多样化数据的高效处理，快速获得

有价值的信息，提高公共决策能力，改变国家治理的架构和模式，其中一个具体表现是成立统筹

数据管理的专门部门。

（二）政务信息化与疫情防控

国家只有收集、储存、检索和处理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口、活动和资源的精准信息，才能有

效治理社会（Brambor 等，2020）。然而，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存在失真现象，管理层级越多、越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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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接收到的信息质量越差（Dessein，2002）。Dixit 和 Londregan（1995）发现，由于存在信息垄断和逆

向选择，只能选择参与者的信息和激励相一致的政策。Qian 等（2006）认为，中国采用的是 M 型治

理结构，地方政府承担相对独立的改革发展任务。邓小南（2019）发现，中国古代言路阻滞、信息

扭曲现象严重，信息大多是经过各级官员加工处理后的。国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Kessler（2014）

发现，出于对本地利益的考虑，美国地方议员在向上反馈信息时，会多报相关政策的成本或者少

报收益。而政务信息化可以缓解这一行政层级体制下的信息失真和信息垄断问题，使信息流动

更加扁平化（Dunleavy 等，2006；张楠，2015；江小涓，2018）。政务信息化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各地的

疫情防控中得到展现。

第一，及时收集疫情信息。Gil-Garcia（2014）认为，在信息技术推动下，政府可以实现更加灵

活和有弹性的治理活动。中国人口众多，各级官员往往不能直接了解民众的个体信息，因而对人

的管控只能以信息为抓手。通过人们所在的社区（发放通行证和测量体温等）、所属的单位（汇报

个人健康状况和外出情况等）以及所进入的公共场所（人脸识别和微信扫码等）进行网格化管理，

实时掌握人们的身份、健康和行动轨迹等信息，精准识别和准确了解当地的疫情风险（包括总体

态势、区域分布和动态变化等）。竺乾威（2008）发现，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政府管理从分散

走向集中，从破碎走向整合。与传统的纸质记录相比，数字信息采集、处理、校验和使用的效率和

便捷性大幅提升，规避了数据重复填报、信息孤岛等问题；同时，据此给出出行证、健康码等证明

文件，申办效率、使用便捷性和场景弹性等也大大提升。

第二，基于收集的信息部署疫情防控，调配人员和物资。政务信息化可以使政府部门在短时

间内快速掌握各种信息，最大程度地缩短反应时间，协助做出精准的防疫决策。Buckee 等（2020）

认为，人口流动、社交距离等信息的有效传递可以帮助官员了解哪种信息或政策是最有效的。公

共政策的议事日程是权力的重要体现，优先事项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王绍光，2006）。各地

政府及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将疫情防控作为首要任务，医疗、电信、治安、出

入境等各部门联防联控，为防疫提供各类资源和数据支持。同时，政府通过筛选和处理各类数

据，可以分析疫情动态和民众反馈，实现政府治理的精细化与精准化。

第三，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和防疫知识。各级政府及时发布疫情数据，提升疫情预警能力（华

生等，2020）；发布各区域疫情分布，加强对车站、商场、医院等高风险区域的有效防控；发布医疗

卫生和防控知识，让民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Kalyanaram 和 Muralidharan（2011）以及毛振华等

（2020）认为，来自政府、社会组织和朋友的一些细小的“助推”可以促进人们的疾病管理与预防

行为。Aguero 和 Beleche（2017）研究发现，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可促使民众积极获取医疗卫生知

识，推动改善健康习惯。

只有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才可以准确地区分确定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区分有可能感染

和不太可能感染的人，采取隔离的方式来控制病毒传播。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政务信息化可以改善疫情防控效果，提升公共政策效率。

（三）政务信息化与社会信用

一旦做出公共决策，政务信息化的主要作用就是执行。尽管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但是始终

离不开社会信用的支撑。社会信用在中国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囊括了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四大领域，并明确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的是提高社会的诚信意识。王伟（2019）认为，中国

语境中的“社会信用”属于广义的诚信概念。社会信用是整个社会各方面的诚信状况的综合反

映，在一程度上决定了信息质量和政策效果。

刘    诚、钟春平、郑国楠：信息化提高了公共政策效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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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政务信息化使政民信息更加畅通，但信息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信用。人们

的行为嵌于社会关系中（Granovetter，1985；Akerlof 和 Kranton，2000），现实社会运转的基础是人与

人之间的信任以及良好的道德风尚。Gelfand 等（2011）认为，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

属于紧密社会，集体对个人有很强的约束力；而欧美是松散社会，政府对基层的掌控能力较弱。

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削弱了人们的社会信用。Sunstein（1985）指出，信息技术破坏了

社会互动的本质，导致了公共媒介的衰落和公众参与的失败。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有的个人或企

业因不愿被隔离或停产而瞒报疫情，甚至恶意传染给他人。这就造成政府收集到的疫情信息是

不全面、不准确的，导致信息发布和防控决策存在偏差，从而影响了公共政策效果。

另一方面，社区化的疫情监管模式强化了社会信用的重要性。此次疫情主要爆发在人口集

中的城市，传染扩散较快，社区首当其冲。然而，城市社区面积大、人口多，缺乏农村乡里间的血

缘、亲缘等社会关系纽带，而只能依托抽象的数据信息进行“符号”管控。尽管信息技术监控能

力增强，但是“人的组织”被虚化，使得社会信用因稀缺而倍加珍贵。Aghion 等（2010）发现，社会

信用度低会产生对政府加强规制的内生需求。Jedwab 等（2019）发现，欧洲黑死病时期，一个地区

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偏好会极大地影响疫情中不同人群的死亡率。Christensen 和 Laegreid
（2005）以及 Ma 和 Christensen（2019）认为，信息化能否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社会信用水平。

在信息化和社区化的社会中，政府所掌握疫情数据的全面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在一定程度

上依赖于当地的社会信用水平。如果民众刻意瞒报谎报甚至故意违背防疫决策，则防控效果将

大打折扣。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由于存在虚假信息、隐瞒不报等问题，政务信息化对疫情防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当地的社会信用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识别策略

本文样本包括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但不包括自治州、盟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剔除

了数据严重缺失的城市之后，最终的样本包括 286 个城市。截至 2020 年 3 月 8 日，样本中仅有

11 个城市没有发现确诊病例，累计病例达 8 万人，可见疫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同时，确诊病例

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即使不考虑武汉市以及湖北省其他城市，各城市间的确诊病例人数也

存在很大差异。这很可能是由政务信息化所导致的，这是本文要检验的核心问题，计量模型设定

如下：

coronavirusi = α0+α1egovernmenti+λXi+εi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coronavirus 包括各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确诊病例 patient 和死亡人数 toll，
解释变量 egovernment 表示各城市的政务信息化水平。X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首先需要控制的

是与武汉的联系程度（connection），下文将详述其测算方法。我们还控制了各城市的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包括常住人口（万人）的自然对数（pop）、地区生产总值（亿元）的自然对数（gdp）、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tgdp）、公共财政收入（万元）的自然对数（fisinc）、卫生和社会福利业从业人

数的自然对数（employees_health）、医院床位数的自然对数（hospital）、医生人数的自然对数

（doctor）、在校大学生人数的自然对数（college）、货物出口额与 GDP 的比值（export）、货物进出口

额与 GDP 的比值（trade）以及接入互联网户数（万户）的自然对数（internet）等变量，数据来自《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9》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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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还将检验社会信用状况的交互作用。政务信息化主要是政府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

信息流通以及基于信息的相关决策，帮助发现病例并给予隔离和诊治等处理。而社会信用可促

使民众及时准确地上报信息，政府可以基于全面准确的信息做出精准决策。我们在式（1）中引入

社会信用变量（credit）。

coronavirusi = α0+α1egovernmenti+α2crediti+α3egovernmenti× crediti+λXi+εi （2）

此外，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过程中，本文还使用了以下变量：地理距离（distance）、每

万人的邮政局（所）数量（post_offices）、电信业务收入（万元）的自然对数（tele_revenue）、腾讯公司编

制的数字指数（tencent_index）、市委书记年龄（birth）和任期（tenture）、公共部门人数（employees_
public）以及城市等级（rank）。

（二）变量定义

1. 疫情防控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防控工作开始于 2020 年 1 月下旬，到 3 月 8 日基本得到控制，每

日新增病例为两位数，绝大多数城市都是零增长。此后，工作重点逐渐由防控疫情转向有序复

工，各地零星出现的病例主要是境外输入的，主要受到国际交往、商务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偶然性

较强。因此，本文的样本期截至 3 月 8 日。

政府的政务信息化水平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不会每天都发生变化，所以它与每日新增

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直接关联性不强。当日确诊病例较多既可能是因为政务信息化水平较

高，发现病例比较及时，也可能是因为政务信息化水平较低，大范围传染后才发现较多病例。因

此，我们并不关心每日新增情况，而是重点研究整个疫情期间的防控结果。具体地，我们使用中

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在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 8 日的累计确诊病例（不含境外输入）和

累计死亡人数来反映各城市的疫情防控情况，包括四个指标：累计确诊病例与当地人口的比值

（patient1）、累计确诊病例的绝对数（patient2）、①累计确诊病例的自然对数（patient3）以及每万人中

的死亡人数（toll）。

2. 政务信息化

从发展历程和内容来看，中国的政务信息化主要涉及信息公开、信息收集和信息处理。前两

者有相通之处，侧重信息的流通，主要表现为官网、微博和微信等对外发布平台以及基于平台的

官民互动。信息处理则相对复杂，它是基于大数据做出行政决策，既包括常规性审批事项从线下

转到线上，也包括基于数据对非常规性事务做出公共决策（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

衡量各城市的政务信息化情况，需要全面考虑信息公开、收集和线上服务等因素。Ma 和

Zheng（2019）发现，线上服务比信息公开更能让政府获得民众的满意。本文采用赵勇（2019）的测

算数据，综合政府官网上信息公开数量、政务微博竞争力指数、财政透明度以及行政审批中心的

进驻部门数量等多个指标，得到各城市的电子政务得分，作为政务信息化的代理变量（egovernment）。

3. 社会信用

目前，中国正在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平台等为基础，致力于搭建信用监管体系。但这一社会信用制度仍没有全面落实（王伟，2019），

且存在不够客观、不够准确等问题（沈岿，2019）。例如，2019 年，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爆

炸事件，导致至少 78 人死亡，而该企业是江苏省通过信用管理贯标验收的企业。

刘    诚、钟春平、郑国楠：信息化提高了公共政策效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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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文使用微观数据来测度各城市的社会信用水平。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

普及化，网上订房逐渐成为人们商务、旅游等各类出行的必备程序。网上订房不仅便捷，而且可

以在规定日期内无成本取消，获得越来越多人的青睐。正是因为无成本取消这一特征，网上订房

履约情况可以较好地反映当事人的真实信用水平（不是受到外力约束而被迫履约）。具体地，我

们使用携程客房订单的履约率来度量社会信用。携程是中国国内最大的网上酒店预订服务商之

一，每天处理和记录着各个城市用户的海量订单。我们通过爬虫技术，得到 2019 年 12 月的携程

客房订单数据，①将个人订单数据加总到城市层面，使用“实际完成订单数量/订单总量”来衡量社

会信用（credit），数值越大表明城市的社会信用水平越高。

4. 与武汉的联系程度

传染病的一个特征是从中心向外扩散。其他城市与疫情爆发地的联系越紧密，人流越大、越

频繁，疫情压力就越大。Jedwab 等（2019）在研究 13 世纪欧洲黑死病时，将距瘟疫发源地意大利

墨西拿的距离作为各地疫情严重程度的工具变量。因此，我们需要控制各城市与武汉的联系程

度（connection）这一变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交通技术的变革，地理距离已很难准确判断不同城市的联系程度。

Jia 等（2020）研究发现，大规模、分散和突发的人口流动可以将局部爆发的疫情扩大为广泛的流

行病。因此，需要在地理距离的基础上进一步准确刻画城市间的人口流动情况。具体地，我们通

过爬虫技术掌握了 2019 年 12 月②全国各地通过携程预订武汉客房的情况，在剔除了武汉当地订

单、海外订单以及无法识别来源地的订单后，得到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预订武汉客房的总

数，进而计算得到各城市的占比情况。这可以衡量各城市与武汉的人员和商贸联系程度，占比越

大表示与武汉的联系越紧密，受到的疫情冲击可能就越大，管控难度也就越大。这一指标包含地

理因素，如湖北省内城市、相邻省份城市、长江经济带城市往往与武汉的联系更紧密；同时，又不

同于距离指标，附加了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如北京市距离武汉较远但联系紧密，六安市距离武

汉较近但联系却较少。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武汉这个样本点，connection 为空缺值。这样处理是

因为城市自身的联系程度较难直接度量，也避免了武汉这个极端值对整体回归结果的影响（武

汉确诊病例高达 5 万人，约占全国的 60%）。

（三）描述性统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8 日，各城市的平均确诊病例为 274 例，每万人中的确诊病例为 0.41 例，每

万人中的死亡人数为 0.014 人。政务信息化的平均得分为 0.19。携程客房预订履约率达到

86.13%，说明社会信用水平较高，但仍有约 14% 的人不能履约（即不讲信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政务信息化对疫情防控的影响

疫情结果与政务信息化的回归结果见表 1。可以发现，不论使用累计确诊病例与当地人口

的比值（patient1）、累计确诊病例的绝对数（patient2）、累计确诊病例的自然对数（patient3）还是每

万人中的死亡人数（toll），政务信息化（egovernment）的系数都显著为负，而且系数的经济显著性

较强。以列（2）为例，城市的政务信息化水平每提高 0.1，确诊病例将减少 65.6 例；以列（3）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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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信息化水平每提高 0.1，每万人中的死亡人数将减少 0.008 人，超过其均值的一半。这与

Acemoglu 和 Johnson（2007）的结论一致，他们发现抗疫政策可以大幅降低死亡率。本文还发现，

与武汉的联系程度（connection）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现实情况相吻合。
 

表 1    政务信息化对疫情防控的影响

（1） （2） （3） （4） （5） （6）

patient1 patient2 toll patient3 patient3 patient3

egovernment −2.2074* −6.5648** −0.0786* −3.3817*** −2.7586*** −2.5833***

（1.1619） （2.9553） （0.0450） （0.9509） （0.9539） （0.9635）

connection 0.3514** 1.4263*** 0.0121** 0.4311*** 0.2977*** 0.2525**

（0.1450） （0.5138） （0.0052） （0.1548） （0.0994） （0.1015）

distance −1.1987*** −0.4373***

（0.1217） （0.16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7043 −10.5602* −0.0095 −12.0197*** 7.0668** −5.2941

（1.7011） （5.7145） （0.0624） （2.2769） （2.8989） （3.3773）

N 271 271 271 271 271 271

调整后 R2 0.1138 0.1684 0.0995 0.4756 0.6751 0.812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累计确诊病例自然对数 patient3 的结果与 patient1 和 patient2 较为相似，且其数据更为平滑

稳定，为节省篇幅，下面重点对 patient3 进行检验。表 1 中列（5）控制了地理距离变量（distance），

connection 的系数与列（4）相比略有下降，而且 connection 和 distance 的系数都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这表明与武汉的地理和经济社会联系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还发现，加入 distance 并

没有影响 egovernment 的显著性。表 1 中列（6）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egovernment 的系数

依然显著为负，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二）社会信用的交互作用

本文引入政务信息化与社会信用的交互项 egovernment×credit，结果见表 2。可以发现，引入

交互项后，政务信息化的显著性下降，而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务信息化要发挥控制疫

情的作用，需依赖当地的社会信用。若当地社会信用较差，则政务信息化的作用将大打折扣。而

在社会信用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务信息化建设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表 2    社会信用的交互作用

（1） （2） （3） （4）

patient1 patient2 patient3 toll

egovernment −0.211* −1.3864 −1.050 −0.007*

（0.112） （2.8102） （0.986） （0.004）

credit 1.055 −5.6790 3.018 0.045

（3.140） （9.8498） （3.496） （0.124）

egovernment×credit −2.414* −7.2769** −3.578*** −0.087*

（1.281） （3.2241） （1.042） （0.05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71 271 271 271

调整后 R2 0.103 0.163 0.489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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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突发事件，是一个准自然实验，外生性较强。病毒的传播不限于国界、

省界、人种、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所以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较少受到疫情之外因素的

直接影响。当然，这仍不能排除内生性问题。

1. 内生性处理

本文使用每万人的邮政局（所）数量（post_offices）作为政务信息化的工具变量。中国的邮政

局往往依据人口分布和民众需求，在各城市的经济社会中心节点设立。同时，邮政局具有很强的

公益性，与街道办、社区管委会、乡镇等基层政府的设置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一般而言，邮政局数

量较多的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可能较强。Ploeckl（2015）使用邮政数据（邮件、电报、包裹和汇票）

来反映地区的信息强度。此外，中国的邮政局原本与电信产业是一体的，邮政局数量多的地方，

电信网点也较多，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充足。因此，邮政局数量与政务信息化相关，

但与疫情防控没有直接关联，从而保证了这个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当然，邮政局数量与政务信息

化的相关性主要基于两者的历史渊源，现实变化情况并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因此，本文进一步使

用各城市电信业务收入（万元）的自然对数（tele_revenue）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3。可以发现，使用工具变量后，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变量的系数基

本上都显著为负，其绝对值明显增大，表明政务信息化确实可以促进疫情防控。第一阶段回归

的 F 值较大，确保了工具变量与政务信息化变量的相关性。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和

Hansen J 检验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问题。
 

表 3    工具变量 2SLS 回归结果

（1） （2） （3） （4）

patient1 patient2 patient3 toll

egovernment −20.4130* −53.8558** −18.8182** −0.7145*

（10.6666） （27.3099） （9.4057） （0.39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66 266 266 266

第一阶段回归 F 值 21.35 21.35 21.35 21.35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28.76 28.76 28.76 28.76

Hansen J 检验 P 值 0.2018 0.1090 0.1151 0.2434
　　注：Stock-Yogo 检验的原假设是存在弱工具变量，10% 临界值为 19.93，若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大于该临界值，则拒

绝原假设。Hansen J 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若 P 值大于 0.1，则不能拒绝原假设。
 
 

2. 使用腾讯指数来衡量政务信息化

腾讯公司开发的微信 APP 是中国最主要的社交软件之一，也是政务信息化的重要平台。截

至 2019 年底，微信的活跃用户达到 11.5 亿人，居全球社交软件第三位，仅次于 WhatsApp（16 亿

人）和 Facebook（13 亿人）。腾讯公司基于微信使用情况（公众号、微信群、微信支付等方面），测算

了中国所有城市 2019 年的数字指数（tencent_index），可以表示各地的信息基础设施情况，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政务信息发布和收集的广度和深度。数据来自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中国指数

报告 2019》。

本文使用 tencent_index 作为政务信息化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4。可以发现，tencent_index
的系数都显著为负。与表 1 中以 egovernment 作为解释变量的结果相比，tencent_index 系数的显

著性更强。这进一步验证了政务信息化有助于疫情防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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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腾讯指数与疫情防控

（1）patient1 （2）patient2 （3）patient3 （4）toll

tencent_index −0.2244*** −0.8503** −0.2212** −0.0078***

（0.0794） （0.3651） （0.0940） （0.00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67 267 267 267

调整后 R2 0.1632 0.2506 0.4859 0.1411
 
 

3. 排除官员特征、公共部门人数和城市等级的干扰

中国各地的疫情防控不仅依靠了数字化技术，也动员了大量人力，主要是政府工作人员、公

共管理领域人员以及社会组织人员。上文已控制了财政收入这一衡量政府能力的变量（Besley
和 Persson，2009，2010），但若不能有效控制政府官员与公共部门人数，则政务信息化对疫情防控

的作用仍可能是不干净的。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以及余泳泽和杨晓

章（2017）等文献的研究表明，年龄和任期是决定官员行为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了截至 2020 年

1 月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委书记个人简历，发现绝大多数是男性（仅 9 人是女性），84% 具

有研究生学历，这两方面的个体差异较小，但他们的年龄和任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使用

年龄（birth）和任期（tenture）来刻画市委书记的个人特征。同时，本文还控制了公共部门人数，用

公共管理领域和社会组织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employees_public）来表示。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以划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和普通地级市四

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城市可以调动的行政资源不同（江艇等，2018）。等级较高的城市在疫情防控

中可能表现出较强的“治理能力”，这可能并非来自政务信息化，而仅仅来自城市等级，从而可能

对研究结论产生干扰。为此，本文控制了城市等级变量（rank），对于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非副省

级省会城市，rank 取值为 1，其他为 0。

回归结果见表 5。可以发现，市委书记的年龄和任期对疫情防控没有显著影响；公共部门人

数确实可以降低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说明相关人员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城市等级

对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城市等级高低与疫情防控效果无关。政务信息化的

系数基本上仍显著为负，本文基本结论保持稳健。
 

表 5    官员特征、公共部门人数、城市等级与疫情防控

（1）patient1 （2）patient2 （3）patient3 （4）toll

egovernment −1.6957* −4.7566** −2.9122*** −0.0603

（0.9810） （2.2413） （0.8748） （0.0382）

birth −0.0143 −0.0263 −0.0194 −0.0005

（0.0146） （0.0421） （0.0243） （0.0005）

tenture 0.0052 0.1082 −0.0094 0.0007

（0.0348） （0.1960） （0.0504） （0.0014）

employees_public −0.8047* −1.3952** −0.9470*** −0.0290*

（0.4233） （0.6957） （0.3375） （0.0160）

rank −0.1470 −0.6507 −0.3165 −0.0043

（0.1413） （0.5190） （0.2583） （0.00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70 270 270 270

调整后 R2 0.1427 0.2067 0.5049 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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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讨论：社区信息登记的作用

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的住宅小区大多是封闭的，并设有街道办、居委会等基层政府组织，

在疫情防控中起到了一线作用。欧美政府没有社区抓手，即使在“封城”之后，也很难对民众进

行实时检测和跟踪。例如，意大利在疫情早期阶段就做出了“封城”决定，但实际上未能控制住

社区活动，造成城内疫情持续发酵。Flaxman 等（2020）发现，由于没有在社区层面进行有效检测

和隔离，欧洲的实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且远高于已确诊人数。Peto（2020）模拟发现，与无目标的

随机隔离相比，在大规模检测基础上的有目标隔离可以更快更高效地遏制病毒传播。社区防疫

是中国疫情防控的重要特征，其基本做法是在各小区（村庄和公共场所）门口设置信息登记岗哨，

通过人工填表、扫码、手机 APP 等方式，即时收集民众的健康信息和过去 14 天的历史行程。

Brambor 等（2020）发现，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相比，中

国基层政府的信息掌握力更强，能够及时获得民众的家庭构成、住址、财产、犯罪记录等信息。因

此，社区层面的人口信息登记很可能是中国比欧美国家更快抑制疫情传播的原因。由于数据可

得性问题，我们难以全面了解社区的信息掌握情况，但可以从计划生育数据中窥知一二。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写入了《宪法》和《婚姻法》。从 1980 年全国人大五届三

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算起，至今已实施 40 年。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的时期、

民族和省市之间存在差异，但是都有严格执法要求，这引发了超生、偷生、人造双胞胎、性别比例

失调等现象（Whyte 等，2015；Huang 等，2016；Zhang，2017）。社区基层政府是一线的责任主体，其

工作是登记人口信息，发放准生证。这与疫情防控中社区登记人口信息、发放通行证的做法类

似。是否及时准确掌握民众的相关信息是政府工作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

本文使用 2010 年各地的计划生育率（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出生总人数的

比值）来间接刻画社区信息登记，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11》。之所以使用 2010 年

的数据，是因为 2011 年以后，中国政府相继实施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执

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意愿下降，所以不能反映社区政府的实际监控能力。同时，考虑到 2010 年的

历史数据不能充分反映当前的信息掌握能力，本文将计划生育率（birthplan）与 2019 年中国各地

民众微信使用情况（tencent_index）相乘来反映社区的信息掌握能力。

回归结果见表 6，birthplan×tencent_index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社区的信息掌握能力越强，疫

情防控效果越好。同时，加入社区的信息掌控能力（birthplan×tencent_index）之后，egovernment 系

数的显著性下降。当以 patient1 和 toll 作为被解释变量时，egovernment 不再显著。这是因为社区

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社区的信息掌控能力是电子政务的重要组成部分，birthplan×tencent_index
减弱了 egovernment 的作用，导致 egovernment 的显著性下降。
 

表 6    社区信息掌握能力与疫情防控

（1）patient1 （2）patient2 （3）patient3 （4）toll

egovernment −1.7986 −4.9805* −3.0354*** −0.0644

（1.1735） （2.7019） （1.0533） （0.0452）

birthplan×tencent_index −0.2291*** −0.8854** −0.2191** −0.0079***

（0.0836） （0.3870） （0.0996） （0.00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67 267 267 267

调整后 R2 0.1776 0.2628 0.5078 0.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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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成为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

防控过程中迫切需要及时识别和隔离病例，将信息上传下达，基于信息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政

策，这对政务信息化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本文以此次疫情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中国 286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务信息化水平对疫情防控的作用；同时，以携程客房预订履约率作为衡量

指标，检验了社会信用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政务信息化可以提高疫情防控的公共政策

效率。城市的政务信息化水平每提高 0.1，确诊病例将减少 65.6 例，每万人中的死亡人数减少

0.008 人。第二，政务信息化对疫情防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社会信用水平。第三，

社区层面的人口信息登记在疫情控制中起到了显著作用。使用各城市邮政局数量和电信收入作

为政务信息化的工具变量、以腾讯公司编制的数字指数作为替代变量以及控制市委书记个人特

征、公共部门人数和城市等级之后，本文基本结论保持稳健。

疫情防控中的经验做法为中国未来的常态化防控、复工复产等公共政策制定，以及政务信

息化建设提供了一些的政策启示。第一，从理念上颠覆信息逐级上报的信息传递模式，打破传统

组织界限和管理层级，将政务信息化真正贯彻到决策层面，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第二，对于中央已经下放的权力，赋予地方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不要受到相关配套

权力的制约，减少模糊地带，即要下放就要下放到位。第三，对于未下放的权力，若涉及突发事件

等重大事项，要形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快速决策机制。第四，政务信息化建设要与当地社会信用

相结合，及时弥补社会信用短板，实现两者良性互动格局。第五，加强公众监督，以公众监督和媒

体信息倒逼政府信息披露和官员问责，利用个人和企业的信息化技术来协助政府提升政务服务

水平，提高公共政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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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Informatization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Polic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COVID-19

Liu Cheng1,  Zhong Chunping1,  Zheng Guonan2

(1.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China;
2. Institute of Spatial Planning & Regional Economy，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P.R.C，

Beijing 100038，China)

Summary:  A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has a major and far-

reaching impact on China and the world，whilst testing the public policies and governance capacities of each

country.

The medical research and vaccine development cycle of COVID-19 is relatively long. Therefore，timely

and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separation of COVID-19 cases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key task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informatization of government affairs（that is，e-govern-

ment）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improve its governance capacity，

which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Through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

tem，cases and close contacts can be detected，tracked and isolated in a timely manner，and transmission routes

can be blocked，which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ntrol of the disorderly spread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timely treatment of patients.

Meanwhile，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e-government is also affected by social credit. Although local

governments have set up elaborat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based on big data，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ac-

curately cover everyone. Therefore，the control of people can only be based on abstract information，but the ac-

curac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execution of policies all depend on people’s credit level.

Based on this quasi-natural experiment，the e-government level of 286 cities on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tested. In addition，the fulfillment rate of Ctrip’s room reservation in December 2019 is used to rep-

resent the social credit level of each city，and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social credit on e-government is teste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1）In general，e-government can improve the public policy efficiency of pandem-

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every 0.1 increase in the e-government level，the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will

be reduced by 65.6，and the number of deaths per 10，000 people will be reduced by 0.008.（2）The role of e-

government in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pends on the local social credit level to a certain extent.（3）

Registration of population information at the community level plays a prominent role during the control of

pandemic. Using the number of post offices in each city and the revenue from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as

the instrument variables of e-government，using the digital index compiled by Tencent as an alternative vari-

able，and controll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y secretary，the number of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and city rank，the basic conclusion remains stable. The findings provide some policy enlightenment to

strengthen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gula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COVID-19； e-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social credit；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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